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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、信仰与社区

―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

苏智良 姚霏

摘要：从晚清到民国，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，经历了“亦官亦民”到“旧益大众化”、“信仰一元”到“信仰商业化”

的过程，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、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。这些在信仰、仪式

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―城隍庙，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，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

为内核、集文化、商业、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。这可以看作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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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海城隍庙的风景，在很久以前就享着盛誉，许多来上海逛逛的人，大半都要到邑庙去观光一下，因为邑庙是上海市的

名胜之一，它不但是善男信女奉神的所在，而且还是南市中最大的商场和游乐场。”
1
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话语，恰如其分地定

义了上海城隍庙的内涵，时至今日，我们的描述仍无出其右。城隍庙社区的发展，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城隍信仰的功能变迁。至

迟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上海城隍庙已超越单一的信仰空间，成为商场、娱乐场甚至整个城隍庙社区的代名词。

以城隍庙为象征实体的城隍信仰，在上海城隍庙社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的原动作用。那么，它是如何将城隍庙社区塑

造成以信仰为内核、集商业、娱乐、文化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？城隍庙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这里，我们将视线集中

在晚清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。在这个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期，源于传统的城隍信仰如何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互动，显

然是解读这一社区发展的重要视角。

一、上海城隍庙社区的沧桑沿革

中国的城隍崇拜可以追溯到汉代，而上海之有城隍庙，起于南宋。当时的上海，只是松江府华亭县下辖的一个镇，原永嘉

路 12 号的淡井庙
2
，就是华亭城隍行殿。元至元年间（1264-1295）,上海升格为县，淡井庙成为上海的城隍庙。明永乐年间

（1403-1424），上海知县张守约在“县西北长生桥西”
3
的金山神主庙

4
中增祀上海县城隍秦裕伯

5
，成就了上海城隍庙近 600

年来“前殿为霍、后殿为秦”一庙二城隍的格局。留存下来的“明代上海三志
6
”和《康熙上海县志》记载了上海城隍庙的早期

情况：天顺元年（1457），知县李纹重修庙宇，殿前建仪门并刻浩文于石；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住持募集财帛扩建山门并建

牌坊一座，由新任知县冯彬题字“保障海隅”；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和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知县刘一爌和李继周相继重建庙宇。

至此，经历代修葺扩建的上海城隍庙，终与上海县署隔洪相对，成为上海县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间。城隍庙社区基本

形成以庙（包括建在城隍庙两侧的祀祠）为中心，南濒方洪，北接豫园，东为士绅宅邸、社学，西为府馆、演武场的格局。

当然，城隍庙社区真正繁荣是在清代。据乾隆、嘉庆和同治《上海县志》记载，有清一代上海城隍庙近旁的祀祠，除明朝

留存下来的群忠，祠、三李公祠、仁寿祠，增加了弥罗阁、鄂王庙、刘猛将军殿、许真君殿、药皇殿、罗神殿、斗母阁、花神

祠、鲁班阁、三官殿、施相公殿、以及新江、长人、高昌、五路四司神殿等。与此交织的是地方一对城隍庙及近旁祠堂的频繁

修扩。《同治上海县志》和庙内外的碑文记载着从康熙到道光年间，上海历代官府和民间修缮邑庙的详细记录
7
，充分彰显了城

隍庙作为邑城信仰中心的地位。

城隍庙的屡次修建，体现了邑庙在邑城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同时，地方绅民也在不断致力于城隍庙公共空间的构建。康

熙四十八年（1710），乡绅集资在庙东鸠构“东园”作为城隍庙内园，每逢新年、重阳等节，官吏士绅祭毕城隍，便入东园“登

高望云物”、“宴罢此中闲”
8
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邑城绅、商又集资买下庙北荒废的豫园，“仍筑为园，以仰答神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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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庙寝之左有‘东园’，故以西名之”
9
。整顿一新的西园，“百数十年名胜湮没之区，俨然复睹其盛”

10
，逐渐成为士绅商贾开

展社会活动的场所。从康熙年间到开埠前，先后有 7家执沪地传统产业之牛耳的行业公所入驻庙园。豫园的新生是地方士绅重

构城隍庙格局的结果，特别是各业公所的入驻，使城隍庙社区在政治、信仰功能之外，又添经济功能，为后来城隍庙社区突出

的商业性奠定了基础。

从各类史料来看，城隍庙商市概成于清初。每逢庙会，许多摊贩和卖艺者齐集景物荒废、隙地较多的豫园，兜售货品、娱

乐民众。这时的商市仍带有明显的节会性质。西园建成后，为方便士绅商贾的活动，园内开设了一些茶肆、商铺（以书画笔墨

骨董业为主），于是，“凡四方之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，皆托足其中”
11
，渐渐有了市廛的雏形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到咸丰

十年（1860），城隍庙社区三遭兵燹
12
，庙园屡遭破坏。然这一时期，庙园的商业气象有了长足进步：除法国驻军“惟许设书画

笔墨骨董等铺”
13
，曾为上海人熟悉的几家老店均于那时开设，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创设的素以酒酿圆子闻名的老松盛，咸

丰五年（1855）创设的朱品斋和永生堂梨膏糖店
14
。建成于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的湖心亭，原为青蓝布业议事场所，也于咸丰

五年改为茶馆。而王韬笔下的庙园，俨然已是一个大商场：“园中茗肆十余所，莲子碧螺，芬芳欲醉。夏日卓午，饮者杂遝……

茶寮而外，设肆鬻物者又百余家。隙地虽多，绝无一卉一木，堪以怡情，园林幽趣，荡然泯矣。”
15

历次兵燹过后，城隍庙社区亟待整修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上海县署颁布公告：“缘庙园公产向来列入官字图捐纳粮赋，

现办清槽业等，理应各归各业……于同治七年分起，各自永远承粮。”
16
将西园的修复工作交由园中 21 个行业机构承担，一并

出让的还有土地使用权。于是，各业在修复园景的同时，纷纷把多余的地产造屋出租，使城隍庙社区的商业空间进一步膨胀。

1872 年 8 月 17 日刊载于《申报》的《豫园杂咏》描绘了修缮一新的豫园风光，“名园点缀不寻常，不数当年绿野堂”是对庙园

商业气息浓郁的感慨。应该说，这时的庙市已与西园连成一片，形成了集古玩书画、文房用品、茶楼小吃等为一体的市场。刊

印于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的《申江百咏》中提及：“沪江邑庙皆花园，古玩书画铺多借庙中之亭台为之，故人游其中犹不知其

为庙也”
17
，从中已经可以窥见城隍庙社区功能的转向。

“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知县黄承暄募捐头二门、大殿、戏楼、鼓亭、辕门等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,知县李超琼募捐重修大

殿、寝宫并旗杆、墙壁。”
18
整顿一新的城隍庙不但香花瞻拜、络绎如织，更成为邑人游观登眺、相叙行乐的场所。“城隍庙内

去烧香，百戏纷陈在两廊。礼拜回头多买物，此来彼往掷钱忙”;“豫园热闹在春秋，士女纷纷结伴游。随意品茗看戏法，湖亭

行过又登楼”
19
。1906 年刊稿的《沪江商业市景词》浅显却真实地反映了人们来城隍庙烧香、品茗、看戏、购物和游览的情景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和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城隍庙前后的方浜路和副佑路填浜而成
20
。1909 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上海指

南》卷二首页就记述：“上海城垣作圆形而略长……租界环城之北，黄浦绕城之东，交通便利，故东门、北门之市……商贾市

度，鳞次栉比，而尤以城隍庙为荟萃之所。”辛亥革命后，不少地产商乘地价飞涨之机在城隍庙周围租地造屋。终于，一座店

铺林立、摊贩栉比的市场形成了。上海城隍庙开始了以“市”兴“庙”的历程。

民国成立后，国货之声日盛。素以手工制品闻名的城隍庙左右街弄，遂成国货的集中作坊，尤以顾绣、玩具、乐器、古董、

文具、花爆以及木竹丝带等日用制品闻名遐迩。于是，城隍庙社区成了这些手工作坊的地域象征，庙市也成为手工艺品集中展

示的舞台。无怪乎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，城隍庙社区成了华界的“永安先施新新三大公司。同一为集中商品地点，而城隍庙之

佳处固又在商品之多国货”
21
。

1922 年到 1924 年间，由于管理不善等原因，城隍庙三遭祝融之灾，特别是 1924 年农历七月十五的大火，几乎使整座庙宇

化为废墟。1925 年 8 月，整理豫园委员会成立，翌年 12 月，上海邑庙董事会成立，后者的宗旨是“保持庙宇之庄严，扶助商业

之发达，汇集公益之收人”
22
，当然，头等大事是城隍庙的修复。1926 年 7 月，沪上闻人黄金荣、刘鸿生、张啸林、杜月笙、程

霖生、苏嘉善等合捐 5 万元重建大殿，“以钢铁为骨干，以水泥为材料，不用一砖一木，而彩椽画栋，翠瓦朱檐，仍沿古神庙

之仪制”
23
。1927 年 12 月 18 日的开光日，“进香男女，络绎不绝，直至晚间九时，犹见香烟缭绕，红烛高烧”

24
。

这次邑庙重建的意义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，不仅使庙貌得以长久完好，更实现了城隍庙社区的彻底商业化。首先体现在信

仰上。上海城隍庙历来由正一派道士管理。邑庙董事会获得管理权后，享有特权的黄金荣等帮会分子想出了“承包神像”的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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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方式。一时间，城隍庙的殿阁廊台上挤满了千奇百怪的作为敛财工具的神像，导致包括城隍信仰在内的各类民间信仰的畸形

化。1936 年的《上海市年鉴》对城隍信仰这样定义：“其他如城隍庙……等处之住持虽多为道士，然其庙宇根本不属于道教。

此等道士，乃巫祝之变相矣。开埠以后，假迷信以觅食，自称为道教，而混迹于市廛者……是则不得与于道教之列。”
25
这多少

也是这次“改制”的负面影响之一。其次体现在商市上。“小东门外城隍庙，在甲子年（1924）秋，曾遭回禄，以致宫殿焚如，

遂有城南热心公益者，鉴于商业之骤落，殊非佳象，因特组织豫园委员会及邑庙董事会，筹款重建。”
26
可见，无论是整理豫园

委员会还是邑庙董事会，其创立初衷是为了复兴城隍庙社区的商市。事实上，重建之后的“邑庙市场”确实迎来了全面繁荣。

二、近代上海老城厢城隍信仰的表现及特点

中国的城隍信仰，经历信仰对象从自然神到社会神、信仰范围从地方到全国、信仰受众从民间到官方的过程，在明初实现

制度化，并随着明清城市的发展而广具影响。明清（晚清以前）统治者把城隍神作为国家正祀的对象，赋予其保城护民、督官

摄民的“神职”，于是，在官吏士绅心目中，城隍信仰是正统的“礼制”。但对于民众而言，城隍信仰的意义未尽于此。中国

人信仰中的功利性和近地性，加之城隍信仰中鬼神信仰的成分，使民众的城隍信仰带有浓郁的民间信仰倾向，且随着国家行政

干预的减弱，其民间信仰的成分愈加突显。于是，矛盾由此产生。赵世瑜曾言：“城隍庙……是正祀，普通百姓也去崇拜，但

官绅按照规定的仪式进行祭祀，就符合礼，百姓在这里搞得宗教实践活动（游神）逾礼越分，使它实际上成为‘淫祀’，但在

制度上它还是正祀。”
27
城隍信仰背后，存在官方与民间两种异质的文化系统。要如何将它们放在同一平台论述？赵世瑜给出了

他的观点：“也许，从探讨信仰和仪式人手，比较容易陷人那种二元的思考模式，如果我们从寺庙―无论它是属于哪个宗教的―

这个空间或场所人手，观察在其中和周围发生的一切，是否可以把思考深人一步？”
28
从历史上来看，城隍庙是提供地方朔望拈

香、宣讲乡约和祈祷晴雨的官方活动场所，同时也是大量民间信仰活动的集中地。从城隍庙着手考察，显然能够发掘城隍信仰

的二元一体及其合理性。而这里，我们要采用一个逆向视角―正是城隍信仰的二元一体，给城隍庙社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环

境，使其成为各阶层民众共同活动的多功能空间。这里，我们就以上海老城厢为例，看看城隍信仰的这种特性如何作用于清末

民初上海城隍庙社区的发展。

以下两份历史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清末上海地方官员对于祭祀，特别是祀典颇多的城隍祭祀的重视。《六十年前上海官场的

接印仪节》描述了晚清（光绪三年，1877）上海道台上任当天的活动，包括查库、点卯、谒庙点香、拜会领事、考录代书、悬

牌放告等
29
。这里的“谒庙点香”便是拜祭城隍，显然，这是行政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。另一份史料，叶廷眷知上海县时（同

治十一年七月到光绪元年四月，1872-1875）的衙署账簿，记有知县每年参与的祭祀活动：除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国家祭典，“每

月朔望两天，知县老爷例须恭临城隍庙拈香”,“正月有祭海的典礼……二月初三日祭文昌，初四日祭吕祖，十九日观音诞拈香，

二十一日城隍神诞拈香……还有文庙、武庙、天后宫、社樱坛、神抵坛、风坛、龙神、土地祠、群忠祠、黄婆祠、周太仆祠、

袁公祠、吉公祠和陈公祠，都是择日设祭的。二月底到三月初，先农坛和城隍神墓，也有照例的祀典。三月十八日的龙王诞，

二十八日的城隍夫人诞是只要拈香不必要设祭的。四月仅有十四日的吕祖诞拈香，二十四日的雷祖诞要祭祀。七月无事。八月

所祭的和二月完全一样，而且都是择日祭司……九月只是十九日的观音诞要拈香和月底的祭扫城隍神墓”
30
。城隍庙与城隍墓的

祭扫相当频繁。

然而，事实并非没有矛盾。《同治上海县志》的“祠祀”部分下设两目，“其每岁动支公项致祭者日秩祀，其民间崇德报

功自行致祭者曰私祀”。将上文提到的祭祀与志书对照后发现，上述祭奠绝大部分是“秩祀”，而“城隍庙”却位列“私祀”

第一位。作为“私祀”的城隍庙，却由知县带头“司朔望拈香、宣讲乡约并祈晴祷雨”
31
，充分体现了城隍信仰的内在矛盾。

同时，我们还注意到，知县虽每月朔望拈香并亲往祷祝城隍神、城隍夫人的诞辰，却没有循例参与一年三次的城隍出巡
32
。

且据各种材料显示，正是同治年间的这位知县叶廷眷，对沪城“三巡会”的种种风气实施严禁，以至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

出版的《上海乡土志》“岁时”一栏虽有其它神诞纪念，却不提“三巡会”
33
。

明初以后，除京都为“二祭”，各地城隍于每年清明、七月半、十月初一举祭厉坛，赈济幽孤。这一官方明文规定的仪式，

民间称其为“三巡会”。据其初衷，“三巡会”理应是城隍信仰的核心内容，除鬼神信仰的成分，兼有代表世俗官员巡察民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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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含义。缘何热衷于城隍祭祀的叶知县，对同为城隍信仰内容的“三巡会”如此忌讳？要弄清其中原因，不妨先来看看几个时

期的沪城“三巡会”情景：

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的《上海县志》，在“风俗”篇中说道：“三月清明……城隍神至期诣厉坛，仗卫整肃，邑民执香花

拥慕者甚众，至晚复以华灯迎归，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皆如之。”

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的《沪上岁时衢歌》也记有“三巡会”：“清明报赛到城关，毅击肩摩拥阓阛。五里羽仗人静肃，路

由岁岁掣红班。”案语中也把“三巡会”描绘为“舆马骈集，旌旄灿然，亘四五里，俨然宪卫也”。

《同治上海县志》对“三巡会”的描写较简单：“三月……清明日祭邑厉坛，悬碟城隍神诣坛赈济各义军幽孤名祭坛会，

舆从骄集，亘四五里。亦名三巡会，以七月望十月朔皆有此举也。”王韬的描述就要细致得多，且提及“三巡会”的弊端：“沪

人于每年清明日、七月望、十月朔，例以鼓乐奉城隍神出诣北郊，坛祭无祀鬼魂。仪仗舆从，骈阗街巷，马至数百匹。妓女椎

髻蓬发，身着褚衣，银挡侄桔，乘舆后从，谓之‘偿愿’。间有徒步于市者，轻薄少年指视追逐以为笑乐。是非敬神，直酿淫

风矣。”
34

光绪九年（1883）出版的《淞南梦影录》干脆指出了“前邑尊叶顾之观察出示严禁”的原因：“小家碧玉，狭巷娇娃，艳

服靓装，银挡枷锁，坐无顶小轿游行其间，谓之女犯。既可媚神，又能炫客，诚一举而两得焉。”
35

一般来说，传统社会的庙会，不论乡村还是城市，主要面向一般民众，甚至是平时饱受禁忌的妇女和社会底层。而庙会期

间使用的服装道具等象征物品、夸张怪异的行为、极尽铺张的场面，也是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反操作。显然，上文描述的日益“无

序”的“三巡会”形象，消解了城隍信仰神圣严肃的成分，其中一些“非礼”的内容，是以维护地方礼教为己任的知县们所不

愿看到的。“迎神赛会乃邑中糜费之大端，其最盛者，莫如高昌会、瞿真人会、大王会、三巡会等。每次举行，不惜巨费。若

台阁、花十景、臂香、阴皂及芦架解犯各种，为浮糜惨酷谬妄之举动，于民智颇有关系，近已禁止，殊可破迷信而节糜费矣。”
36
从“破迷信而节糜费”的角度，我们也能理解叶知县对“三巡会”的冷淡。

同时，我们还要从信仰层面分析官方和民间视野中的“三巡会”。如上文所言，城隍信仰存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，官方

推崇城隍信仰，因其对应世俗的行政关系；而民众更多地将自身对于“鬼神”的敬畏寄托其中，热衷“三巡会”正是这种需求

的表现。开埠以后，原本享有至高威望的城隍神，在西方势力的入侵面前束手无策，而它的世俗对应―地方官员的懦弱自保进

一步破坏了城隍信仰正义威严的一面；相反，对西方势力（“洋鬼子”）的危惧和试图“驱鬼”、“恤鬼”的心理，提升了民

众对于城隍信仰中鬼神信仰的虔诚，表现为“三巡会”的日益盛大。而在地方官员眼中，声势浩大的“三巡会”是对官方信仰

甚至官方权威的挑衅，通过行政命令对其限制，才能扭转城隍信仰进一步民间化，重新控制民众心理。

然而，这种尝试总体来说并不成功。成书于光绪二年（1876）的《沪游杂记》提到同治年间的沪城“三巡会”,“旋经邑侯

禁止，此风稍息”
37
，《淞南梦影录》也言“此风遂绝”

38
。可到了光宣之际，不少竹枝词披露了“三巡会”依然盛况不减的事

实
39
。可见，民间对“三巡会”的热衷终究不以官方意志为转移。

应该说，晚清上海老城厢的城隍信仰，表现了突出的“二元性”―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在信仰生活中对峙着。然而，随着

晚清封建官僚系统的弱化，后者在信仰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。进人民国以后，城隍信仰中象征封建官僚体系的层面随之落没，

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立趋于缓和，取而代之的是日益显著的信仰商业化趋势。

这里也以“三巡会”为例。1919 年 8 月 10 的《申报》以《三巡会复活》为标题报道民国成立后首次“三巡会”的准备情况。

此后，沪城“三巡会”因战争、政治气候等原因时断时续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各类迎神赛会一度禁止，不久，以城隍庙为

首的一系列巡会又死灰复燃
40
，并持续到抗战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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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细考察这一时期的“三巡会”，我们发现，传统意识中的城隍信仰已逐渐从仪式中流失。无论是活动初衷，还是整个组

织过程，包括组办机构的人员构成，越来越趋向商业化和另类化
41
。

导致邑城“三巡会”与城隍信仰偏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清中后期。豫园在清乾隆年间归属城隍庙后，逐渐划归各业公所使

用。这些公所，鉴于使用城隍庙园中的亭台楼阁，多在行业神之余，祈求城隍庇护。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》显示，钱业晴雪堂、

布业得月楼和豆业萃秀堂中均供有城隍神像。不仅如此，各公所还积极承担城隍庙改扩建的费用，甚至将买地出租所得和罚没

所得用于城隍祭祀，并在后期开始参与“三巡会”的活动组织。由此，城隍神被人为地赋予行业神甚至财神的职能，在吸引各

大行业的同时，还引来大量没有行业神的手工业者的朝拜。又因城隍驾下四司中有财帛司，于是，出现了在“三巡会”中迎财

神的热闹景象，“士女填街塞巷时，委员弹压路三歧。年年三节城隍会，第一雄观财帛司”
42
。城隍信仰的“福扯”开始普及商

业。

进入民国以后，城隍庙社区突出的商业娱乐氛围，进一步“感染”着“三巡会”，加速着信仰的商业化转向。抗战前夕描

写“城隍出巡”的竹枝词写道：“青天白日照堂皇，迷信神权武也狂。百业萧条不景气，居然求教到城隍。”
43
“三巡会”俨然

成了为商业祈福的仪式。
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能看到上海老城厢城隍信仰和城隍庙社区发展的关系：晚清以后，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“亦官亦民”

到“旧益大众化”、“信仰一元”到“信仰商业化”的过程。这一信仰现象折射出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、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

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。然而，一旦这些在信仰、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―城隍庙，便

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，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公共活动空间。

三、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上海城隍庙社区

同中国各地的城隍庙一样，传统时代的上海城隍庙，除信仰中心，还是地方集会的公共空间。邑庙“西园‘三穗堂’，居

园正面，巍然高耸，内极宏敞。绅士每于朔望宣讲圣谕，令众集听，凡道县朝贺万岁及有大事，皆以为公所”
44
。康熙十年，上

海全邑组成二百余人的进京团，要求朝廷留任深得民心的朱知县。七月二十六日，绅民在城隍庙演戏祀神，为进京团送行
45
。“光

绪戊申之夏，邑中者老集千龄曾于豫园，与斯宴者皆年达七十以上齿德俱尊之士。筵开北海，颂上南山，诚盛事也。”
46
城隍信

仰的官方内涵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官方集会的最佳空间。进入民国以后，城隍庙在民众生活中的传统影响力使得不少宣讲活动选

择在城隍庙园中开展：五四运动前后，“东吴第二中学及通俗演讲团，在邑庙摇铃演讲商界罢工之原因及今日之大局。淋漓尽

致，多为泣下”
47
；五册运动期间，数百名学生冒雨在豫园各处演讲，“要求市民援助被捕学生并与外人经济绝交”，还在庙园

各茶肆分发传单，“演讲此次工潮经过情形”。规模盛大，前后历时 20 小时
48
。然而，当华洋矛盾取代满汉冲突成为民国政治

的潜台词，上海政治生活的重心不可避免地从老城厢转移到了租界。城隍庙社区的政治功能被消解了
49
，留存下来的是政治空间

的遗痕一传统文化。

上海城隍庙的风光，曾被传统时代的文人反复描摹，只因他们丰富的个人体验。一个传统时代的文人可以因为信仰，也可

以因为信仰之外的原因去往城隍庙。从每年定期的看戏、登高、观花会，到一时兴起的游园、品茗、购书画，城隍庙社区足以

满足传统文人的各种精神需求。从清代的文人笔记来看，寓居上海县城内外的士绅文人，几乎都在城隍庙园留下足迹，尤以“海

上狂人”王韬与庙园的渊源最甚。携带一身“狂”气的王韬是晚清中西文化冲撞中的弄潮儿。在他和他的同道好友身上，纠结

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徘徊于中西间的矛盾与彷徨，邑庙的茶馆酒楼见证了他们“掷杯挥剑”的狂态和怀才不遇的伤感。从王韬

的日记来看，西园的群悦楼、凝晖阁、绿波廊等茶馆，都是狂士们“饭罢无事，聚众剧谈”的佳处。在那里，他们拓宽着交友

圈，也交流着对“家事国事天下事”的看法。

这些茶馆中，备受中外人士推崇的要数湖心亭茶楼。以画佛闻名的万佛楼主钱化佛说：“湖心亭设炉卖茶，我们同道的一

班书画家，在南市的，大都集在亭中，品茗谈艺，很自优游快适哩。”
50
湖心亭里还常出现一些陌生的身影。“各国的作家凡是

来到上海的，总要踏进它的门喝这么一碗茶，或者吃那么几杯酒。西班牙的易本纳兹，在上海停留了三十六个钟头……他的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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迹就印上了这家茶馆的阶沿。”
51
20 世纪 20 年代，前天安堂主教达文德游览城隍庙时，也专程去访湖心亭

52
。“在这个古老的

茶馆中，我们不难会见一两个有学问有身份的中国人。他们一面喝着香茗，一面神游故国，追念着这古老的大中国的过去的光

荣，一面向往着凤凰的再生。”
53
湖心亭之所以吸引来自中外的目光，是因为它身上有租界中渐渐消失的传统的“中国意蕴”。

同宣年间，不少国画团体在豫园活动，丰富了城隍庙社区传统文化中心的内涵。位于庙园荷花池南岸的飞丹阁是著名的书

画店兼画家俱乐部。当时频繁进出飞丹阁的，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任伯年、吴昌硕等国画大家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城隍庙西

园又产生了两个著名的书画组织―位于放鹤楼的“宛米山房”和位于得月楼的“豫园书画善会”，以后者的社会影响更大，因

其成员在进行各类创作交流活动外，还很重视社会慈善和书画界同仁的经济互助。《豫园书画善会缘起及章程》中明文规定：

“所收之润，半归会中，半归作者”,“应纳之润，半储会中，存庄生息；遇有善举，会议酌拨，聊尽善与人同之意”，故深得

时人赞誉
54
。晚清上海各书画组织往来频繁，共同创新了“上海画派”。国画研究者多评价“海派”商业气息浓，事实上，在他

们身上同时留有传统文人的“济世情怀”，这种情怀最能在城隍庙这类传统积淀浓厚的空间释放。

与书画社比肩的是扇笺书画店。一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邑庙中的扇笺书画业仍然繁盛，具名者有 22 家
55
。这些店铺“非

但出卖楹联嶂轴之类，而且收罗的名家书画也着实不少。所以文人墨客来游邑庙，也常在那里徘徊”
56
。

邑庙中另一个引人逗留的地方是旧书摊。“邑庙内的旧书摊，非常之多，重要而普遍的书籍，大概可说是规模粗具”
57
，其

中又以“国粹”为强，后期也有西文书籍。不少后来的大作家、大学者都曾在城隍庙的书摊旁消磨时光。在他们眼中，“有很

大的古董铺、书画碑帖店、书局、书摊、说书场、画像店、书画展览会以至于图书馆”的城隍庙，“不仅是百货杂陈的商场，

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区域”
58
。难怪有着新文学家之称的郁达夫“无聊之极便跑上城隍庙去”，常常是“独自一个，在几家书摊

上看了好久。没有办法，就只好踏进茶店的高楼上去看落日，看了半天，吃了一碗素面，觉得是夜阴逼至了”
59
。从王韬到郁达

夫，城隍庙社区作为文人墨客野游之地的传统保留到了民国，正如其作为老城厢商业中心的地位延续至今。

城隍庙社区是上海早期同业公所的汇集地，尤以庙园中的公所最为密集。据碑刻资料显示，康熙年间，沪地布业就以豫园

得月楼为议事场所。从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到开埠前，青蓝布业（湖心亭）、肉庄业（香雪堂）、钱业（东园晴雪堂）、京

货帽业（飞丹阁）、饼豆业（萃秀堂）、花糖洋货业（点春堂）先后入驻庙园。到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邑庙中的同业公所又增

加了鞋业（凝晖阁）、旧花业（清芬堂）、酒馆业（映水楼）、羊肉业（游廊）、铜锡器业（游廊）、银楼业（游廊）、乡柴

业（挹爽楼）、铁钻业（世春堂）、沙柴业（可乐轩）等
60
。从少数特权阶层享有的私家园林，变为大宗进出口货物交易买卖的

场所，城隍庙社区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，是庙园空间开放的直接结果。同时，同业公所的云集也影响着城隍庙社区的发展。

各类公所的空间延伸是庙园中的茶馆。开设于光绪年间的春风得意楼，初开时，因烧香妓女出人频繁，“似关风化，就在

光绪二十四年的元宵节前，被保甲总巡封闭”
61
。重开后的得意楼，改变经营方向，依仗庙园中各业公所糜集的优势，招徕商贾

在茶馆中交易论市，称为“茶会”。从此，每日清晨的得意楼中，布、豆、钱、糖等业的商贸经济人不断进出，“每至午申人

毕集，成盘出货约期忙”
62
。不同于公所的严肃气氛，茶馆空间使交易多了几分变通和人情，于是，茶楼作为交易空间的优势得

以体现。那些“线日托迹茶肆品茗纵谈，一遇机缘即四处钻营冀达成交目的”
63
的房地产掮客，也纷纷来到春风得意楼。当然，

邑庙内的茶楼还常开“鸟会”。每月初十、二十、三十及周日，鸽笼“陈列在大殿前右偏月台上（东楼茶馆外―引者注），任

客观看。不论卖出买进，或转卖买回，只要双方同意，便可交易。东楼也不取分文佣金的”
64
。这类鸟会在得意楼、桂花厅、赏

乐楼也出现过。

城隍庙社区历来是商人们觊觑的风水宝地。各业公所享有造屋出租权后，城隍庙社区逐渐成为县城商业的荟萃之所，以庙

园为中心的邑庙市场，更成了“国货”的买卖中心。比起大机器生产的近代意义的“国货”，邑庙市场的“国货”带有更多传

统色彩：有明清上海县志中提到的金鱼、蛇、蟋蟀、天竺，水仙等地方物产，也有清末民初被收人县志的全新物产，如豫园内

的象牙雕刻品、笺对，豫园养素轩出品的治疗咳嗽的肺露，邑庙西辕门隆顺馆的素面和邑庙大门内的酒酿
65
。1928 年出版的《上

海城隍庙》为我们列举了“邑庙出品”（象牙、图书石、骨牌店、镀金饰物批发所、镌业、要货批发、传神、点痣、刀枪、班

鼓店）、“邑庙特产”（梨膏糖、海礳石、油面筋、扯铃、蛇胆、弹弓），从中，我们能清晰感到邑庙市场的独特之处石而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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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城隍庙的特色小吃，酒酿圆子、平望面筋、素面、糖炒栗子、徽州饼等，哪样不是传统口味？在“洋货”充斥中国市场的当

时，“传统”隐含在“国货”中成为振奋人心的话语，于是，城隍庙社区的商业地位被人为拔高：“今日之改良，以后之设法，

能多着力，则此集中国货之地点，自不难将来成为极大之劝业场，于全国有莫大之关系。此为曾到城隍庙观察者之所公认者也。”
66

如果说庙园一度是文人雅集的所在，民国以后的邑庙市场则展示了它大众化的一面。1919 年，邑庙中的大小摊头已达二千

余处
67
，一些大众化的传统物件往往依托摊头交易，正是这些摊头和摊中物件赋予了邑庙市场独一无二的特色。民国以后，邑庙

市场小商品交易已颇具规模，可以说，城隍庙小商品市场的传统从那时就己形成。

“邑庙游客，半数无事忙。”
68
于是，娱乐是城隍庙社区的另一大功能。

从各时期的县志来看，城隍庙社区是上海岁时年节活动的最大承办地。这种节庆空间的形成源于城隍信仰，却又超越信仰

进入到民俗层面。晚清以后，城隍庙社区的岁时活动，无论形式还是参与对象更趋大众化。“城隍庙内园以及萃秀点春诸胜处，

每于朔望拔关，纵人游览。正月初旬以来，重门洞启，嬉春士女，鞭丝帽影，钏韵衣香，报往跋来，几于踵趾相错，肩背交摩。

上元之夕，罗绮成群，管弦如沸，火树银花，异常璀璨。园中茗寮重敞，游人毕集。”
69
原属士绅阶层风雅活动的游园和观花会，

到同光时期也逐渐演变为大众娱乐。不少寓沪文人提到豫园花会：“二月在船舫厅者为兰，三月在内园者为蕙”
70
，届时“湘江

佳种，罗列满堂。别其种类，品其高低……其有得居手镯者，同人咸啧啧称为状元。如是者凡三日，三日中男女老少，负贩肩

挑，鳞集糜萃，汗气熏蒸。竹屋纸窗，无异鲍鱼之肆。”
71
而王韬在提及九月中旬设于萃秀堂外的菊花会时也以为“佳者殊鲜，

所集之人，率皆市侩，罗腥膻，杂丝肉，以夸宴赏。渊明有知，定当捧腹”
72
，反映出的正是送菊参赛者和观赏者的大众化

73
。

《上海县续志》抛弃原有的风俗节日，将豫园花会列人“岁时”，是对城隍庙公共活动空间的再度认同。

不提茶楼，城隍庙的娱乐中心地位便不得成立。“茶寮每有说书人，海市屋楼幻作真。一扇一瓯聊佐讲，偷闲争听味津津。”
74
拥有众多茶馆的城隍庙社区是沪地书场的集中地。庙园中的春风得意楼、柴行厅、群玉楼、四美轩等有着悠久的“书场史”。

晚清以来，有名的评弹艺人，如苏州光裕社、润余社的艺人大多先被网罗到城隍庙的书场，而那些初来乍道的艺人，只有在邑

庙书场被老资格的听众认同了，方能走红沪上。所以，称邑庙书场是“弹词家的发迹地”毫不为过。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期间，

光裕社和润余社先后发起义务说书以捐助各类革命运动，柴行厅等邑庙书场成了他们的活动基地
75
。

楼阁中有传统的戏剧艺术，楼阁外有大众化的民间杂艺。“在桂花厅的面前，有一方空地，常有卖艺的北方人，设场在这

里……文有大小套之中西戏法，武有各种柔软工夫。此外还有走绳索，耍花坛，与扬州女子的唱小调，倒也杂以丝竹锣鼓的交

响乐……有时候，场里还有奇禽猛兽陈列在那里。”
76
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滑稽戏，正是在这种雅俗交融的环境中形成的。与王

无能、江笑笑并称“滑稽三大家”的刘春山，出生在老城隍庙。他的少年时光就是在九曲桥畔桂花厅前的说书摊旁度过的。据

说，他也曾在永生堂梨膏糖店学生意，“小热昏”卖梨膏糖的口技自然也被融入滑稽戏的表演中
77
。后来的滑稽巨星韩兰根、程

笑亭等也都从城隍庙社区汲取过艺术经验与灵感。

将这些娱乐功能融于一身的是诞生于 1918 年的“小世界”。这个一度经营不善的劝业场，经“大世界”创办者黄楚九的妙

手，一跃成为仅次于租界“大世界”的沪南“小世界”。多少南北曲家从这里开始了他们曲折的艺术生涯，京剧名伶孟晓冬、

申曲名家丁少兰、丁婉娥，都曾在此粉墨登场。1922 年 11 月 13 日，路过上海的爱因斯坦游览了城隍庙，到“小世界”观看昆

剧也是日程之一，可见“小世界”在当时老城厢的娱乐中心地位。1928 年的《上海城隍庙》打出广告“中国第一游戏场”小世

界：“有京戏、有新剧、有说书、有滩簧、有魔术、有电影、有三弦拉戏、有奇禽怪兽、有百货商场、有新鲜空气、有清雅布

置。总之，是城南最广大，最完备，最清雅，最有价值的公共娱乐处。”口气虽大，却是无可厚非。

当然，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公共活动空间中，也会充斥着社会的另一面。大殿前替人看相的，茶馆里兜售假药的，隐秘处

伸“第三只手”的，最“壮观”的是遍布各处“吃百家饭”的。《上海轶事大观》的作者陈伯熙“偶游邑庙，见道旁乞丐男者、

女者、老者、幼者、残废者、聋哑者纷呈眼前，或坐地乞怜，或纷随要索，甲去而乙来，乙得而丙至，苦缠不已，环视四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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殆无处无乞丐”
78
。上海丐帮以城卜翱由为大本营，同治七年承粮庙园的 21 家行业公所中就有“花神楼丐头”

79
。乞丐的聚积，

从侧面应证了该社区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属性。

伴随城隍信仰的功能擅变，近代城隍庙社区经历了大众化、商业化的过程。这一社区氛围的形成是各种时空因素的交汇与

互动，最终呈现出一种独特且多元的空间气质。然而，随着商业文化的日益强势，主导城隍庙社区发展的力量在 20 世纪二三十

年代再度易手。正如火雪明在《上海城隍庙》中所言：“到城隍庙来烧香，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分内事，但只有烧香客在那里兜

圈子，怕也不能造成这么热闹的大场所。所以造成热闹的肥料，只属于商店和摊头，可以占到大半的力量。换句话说：城隍庙

假如没有商店与摊头，也会像南京路上的虹庙一般清淡。”
80
上海地区日益浓厚的商业文化席卷城隍庙社区，削弱了信仰在其发

展中的主导作用。终于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有人提出：“故不问现代宜否神道设教，而尽力从事于整理，变陈旧为新颖，变

狭陋为壮观，非仅仅如普通之点缀，其意亦日：‘我齐将以吸引更多之游客，如先施等之有屋顶花园也。谁能谓为无意识！’

城隍庙果可以能吸引更多之游客而归功于商场乎。”
81

然而，信仰真的远离了吗？

城隍信仰不再是城隍庙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，但作为原动力的“信仰”并没有远离社区发展。1995 年春节，上海城隍庙中

断了 30 年的香火重又兴旺，从除夕到正月初三进庙者 4 万多人，全年更达 40 万人次
82
。10 年来，城隍庙社区日新月异，庙与

信仰在其中的贡献不容忽视，而随着各类民间信仰活动的回暖，庙、信仰和社区之间的互动，必将成为更具现实意义的课题。

（责任编辑：周小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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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Seeing Modern Chenghuang Temple Community from Chenghuang Belief

Su Zhiliang,Yao Fe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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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 China.The process embodied the elite culture gambling with the folk culture,belief culture and business culture

among the social life in Shanghai.All to one point—Chenghuang Temple,and made it to be a public room of tradition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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